


世纪以来，随着西方势力的东国家不断走向衰退。然而，进入

世纪，日本幕府和中国的清朝政府不谋而合地实行在

“锁国”和“闭关”政策，其结果是闭目塞听，对外部世界知之甚少，

渐，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迫使两国不得不进行历史性的抉择。

月，日本与美国遣日特派使节培里在神奈川签订了年

年，事实上统治日本“日美和亲条约”，宣告锁国时代的结束；

长达 余年的德川幕府被迫退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明治

新政府，日本历史自此从近世迈向近代。而在明治时代的日本，

“一切效仿欧美各国现行制度”成了政府推行改革的基本方针。在

此背景下，日本通过不遗余力地汲取西方近代文明而开始大步迈

向世界。

为求存图强，除

清朝政府素以“天朝上国”自居，视四邻诸邦为“蛮夷戎狄”。

然而，自鸦片战争的炮火轰开我国门后，部分国人才渐感“外夷”乃

非我邦所轻易能敌。诚如李鸿章所言：“其大炮之精纯，子药之细

巧，器械之鲜明，队伍之雄整，实非中国所能及。”

通过培养近代化人才，致力于汲取西方近代文明，以推进中国近代

化之外，别无捷径。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一些清朝官吏提出

“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口号，主张学习西方新式船炮，抵御外敌的

侵略；洋务官僚们也主张在“中体西用”的原则下，学习西方先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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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所著的

兵法，学成而归，用为将相，政事一变，雄视东方”。

出了日本迅速强盛之原因所在。

痛定思痛，朝野有识之士开始意识到，以日本为媒介摄取西方

近代文明是中国求存图强的捷径。这是因为日本和中国相比，在

政治体制、思想意识、历史文化、地理环境、风俗习惯等各方面均有

许多共同或相近之处，而且日本明治维新后所取得的巨大成功能

为中国提供许多直接可以借鉴的经验。

清末中国“以日为师”，大致可归纳为派遣学生留日、赴日参观

考察、招聘日本教习、翻译日本书籍等四个主要途径。它们各有特

点，互为补充，共同构成了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上最为壮观的场

面。

上述四种途径中，留日学生的派遣规模最大，影响也最为深

远。

留日风气的形成，除与上述时代背景直接相关外，有识者的

倡导，与欧美相比日本所具有的路近费省等优点，日本当局的劝

诱等，也是重要因素。当时，在主张派生留学日本的人物中，湖广

总督张之洞被认为是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他在

此外，日本于甲午战争后在接

《劝学篇》中提出了一系列推进教育近代化的具体措施，其中对提

倡留学日本的论述尤为精辟。“至于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路

近省费可多遣；去华近，易考察；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西书甚

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

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

就连维新不久的日本都难以抗衡

军事技术和应用技术。然而事与愿违，甲午一役，中国竟惨败给

“蕞尔小国日”本，人们方知几十年的洋务新政不仅不足以敌欧美，

本小国耳，何兴之暴也？伊

藤、山县、榎本、陆奥诸人，皆二十年前出洋之学生也，愤其国为西

洋所胁，率其百余人分诣德、法、英诸国，或学政治工商，或学水陆

张之洞此言道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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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本龟次郎《中华留学生教

受中国留学生问题上也表现出了难得的热情与“高姿态”。

冬，日本驻华使臣矢野文雄以日本国之名义通知总理各国事务衙

门，称该国政府愿接受中国留学生并支付经费。从许多史料中我

实。

们可以察知，日本此举乃是以“倍敦友谊”之名行培养亲日人士之

而中国则正希望通过师日之长以自强，双方各具目的。清

末留日运动在此背景下展开，并成了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一

大盛事。

对这一历史事件的缘起、演变过程，留日学生的学习生活情

况、文化活动、政治活动，以及对中国近代文化思想、政治、教育、语

言文学、翻译出版等各方面的影响和贡献，学界所作的研究可谓汗

牛充栋。目前笔者所见的专书及专章论及的著作，主要者就有：舒

新城《近代中国留学史》（上海，

、石锦《中国现代化运动与清末留日学生》（台育小史》（东京，

中国人日本留学史》（东京， 、黄福北，

庆 、林子勋《中国留学教育史》（台北，

、实藤惠秀《增补

清末留日学生》（台北，

、阿部洋

、小岛淑男《留日学生

、上垣外宪一《日本留学与革命运动》（东京，

《日中教育文化的交流与摩擦》（东京，

、阿部洋《中国近代教育与明治维新》（东

日本留学精神史》（东京，京，

与辛亥革命》（东京，

、严安生 、王晓秋《中日近

、王奇生《中国留学生的历史轨迹》（湖代文化交流史》（北京，

北， 、孙石月

、王奇生《留学与教育》（广西，

、李喜所《近代留学生与中外文化》（天津，

《中国近代女子留学史》（北京，

、田正平 、沈殿成

、斯明全《攻玉论

留学生与中国教育近代化》（广东，

《中国人留学日本百年史》（辽宁， 关于

、丁晓禾《中国

等。国内外所发表的研究论文更是

世纪初期中国政界留日生的研究》（重庆，

百年留学全记录》（珠海，

不胜枚举。



年所作的调查为例，当时的留日学生共来自留学生会馆于

清末留日学生运动的发展在全国各省之间极不平衡。以清国

人）、湖南（

人）、广东（

个省，其中居前列者为江苏（ 人）、浙江（

人）、直隶（人）、湖北（

造成这

人）等省。奉天、山西、

陕西、河南、广西、贵州、云南等的留日学生均寥寥无几。

一发展不平衡的原因，除各省间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不平衡之

外，尚有地理和人为等方面的因素。

然而，从上列有关留日运动的专书也可看出，目前对留日学生

的研究大多尚局限于整体和宏观阶段，对某一区域或某一时期所

作的局部和微观研究尚有待进一步深入。从这一角度看，对留日

学生的研究尚有许多待做的课题。本书上篇将留日学生的研究范

围局限于浙江也正是基于这一出发点。

纵观清末浙江留日运动的发展，若根据政府派遣情况和留日

学生的数量加以分析，笔者认为可细分成四个时期。第一时期：

年，在这一时期，浙

年，浙江省在这一时期的官费派生留日工作为各省首

倡，故亦可称“首倡期”；第二时期：

年，

江省的官费生派遣出现停滞，赴日者仅为少数几名自费生和北洋、

使馆官费生，故可称“停滞期”；第三时期： 年

年达顶峰，故可称“递增期”；第四时期：

浙江省重新开始派遣官费生，此后，赴日的官费生和自费生均逐年

递增，至

年，这一时期，无论是官费生还是自费生，在总人数上呈逐年减少

趋势，故可称“递减期”。

年浙江省派生留日本章着重就上述第一时期即

情况，和非浙江省派遣的浙江籍留日学生情况，结合中日两方面的

史料，主要通过考证的方式加以梳理，以澄清学界对这一时期浙江

留日学生的诸多不一说法，同时对这一时期浙江留日学生活动中

最为突出的译书活动进行考察。



第一节　　　　近代中国最早的地方官费留日学生

名使馆学生的赴日一、

顾一下创始于

自此，

年的中国驻日使馆内的东文学堂。

中国最早选派留日学生始于何年？要回答这一问题，首先须回

年，以

有鉴于此，何如璋立即奏请招募华童赴驻日

何如璋为首任驻日公使，张斯桂为副使，黄遵宪为参赞的清国驻日

使馆在东京设立。赴日当初，由于以为中国与日本文字相近，加之

当时国内一时也无合适人选等种种原因，而没有从国内带去专门的

翻译。可是在一年后，何如璋便向总理衙门称：“东文翻译最难其

选，因日本文字颠倒，意义乖舛，即求精熟其语言者亦自无多，臣等

只得暂觅通事二名。

年，清政府任命黎庶昌为第二任驻日公使，黎同

使馆学习日本语言文字，以备将来之选。遗憾的是在他的任期内未

能付诸实施。

年开馆。

样以使署理署需用东文翻译为由，再次奏请招收学生设馆肄业，以

三年为期，不久获准在使馆内设东文学堂，于

使馆陆续从国内选拔学生赴日，由使馆延聘日人为东文教习来馆授

课，以培养翻译人才。甲午战争前后，学堂一度中止。

光绪二十一年（ 七月，裕庚任驻日公使。遵照总理各国

事务衙门的旨意，裕庚在上任后不久即着手在使馆内恢复设立东

文学堂，并计划就地延请东文教习，认真训课以期有成。但是，后

来在与日本文部大臣西园寺公望协商时，对方建议与其在使馆内

闭门授课，不如将学生送至日本学校学习。西园寺氏认为，在馆内

学习，每日不过数小时，其余仍说华语，难以有成，以前馆内所招的

学生成才甚少，原因也在于此。裕庚采纳了西园寺公望的建议，并

，



年旧历三月底，清朝首次遣派学生十三

打算今后对招来日本的学生严加管理，如发现有不求上进、不堪造

就者，随时遣回，决不迁就。裕庚将此计划汇报给总理衙门，总署

随即函复裕庚，认为所拟计划切实可行。此后，裕庚遂派驻横滨领

名学生，于光绪二十二年（

事吕贤笙赴“上海苏州一带”招募唐宝锷、戢翼翚、朱光忠、胡宗瀛、

五月初五日抵达日本吕烈辉等

东京使署。但是，这 名学生并非均来自上海、苏州一带，如唐宝

锷为广东籍，戢翼翚为湖北籍，其中吕烈煌为安徽籍，系吕贤笙之

族 亲。

名留学生的姓名，实藤惠秀在其《中国人留学日本关于这

史》的开头就提到：

人抵达日本，他们是：唐宝锷、朱忠光、胡宗瀛、戢翼翚、吕烈辉、吕

烈煌、冯訚谟、金维新、刘麟、韩筹南、李清澄、王某、赵某。”以后这

一说法几成定论并一直为学界所沿用。但据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

馆所藏《在本邦清国留学生关系杂纂》中收录的驻日公使裕庚五月

初八日致西园寺公望的书信中所附的名单可以得知，这十三人分

别是：韩寿南（

岁）、王作哲（

岁）、李宗澄（

吕烈煇

岁的黄涤清

南（韩寿南）、李清澄（李宗澄）、吕烈辉（吕烈煇）各相差一字，王某

和赵某各是王作哲和赵同颉。此外，两者虽都是十三人，但其中一

人（各为吕烈煌与瞿世瑛）全然不同。笔者再次查阅了外务省外交

史料馆所藏的裕庚（光绪二十二年）十月初三日致日本外务大臣大

隈重信的书简，发现当时李宗澄、韩寿南、赵同颉、王作哲四人已经

回国，作为补充，使馆再次从福建和安徽分别招来

岁的吕烈煌，将他们送入前面和 名（除已回国者）学生所入

的学校。因此，很明显，实藤惠秀所提到的吕烈煌是以后来日的，

岁）、金维新（

岁）、戢翼翚

岁）、冯訚模（ 岁）、胡宗瀛

岁）、

岁）、赵同颉

岁）、刘麟（

岁）。二者之间朱忠光（朱光忠）、冯訚谟（冯訚模）、韩筹

岁）、朱光忠（

岁）、唐宝锷

岁）、瞿世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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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学生的赴日是

而瞿世瑛应该补入五月初五抵日的学生名单中。据笔者管见，以

往似尚未有研究涉及到李宗澄等四人回国后所补充的二人的来日

情况。

人抵日后，裕庚将他们的教学委托给文部大臣西园寺公

望，再由西园寺公望转请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嘉纳治五郎负责教学。

嘉纳在附近的神田三崎町租一民房作宿舍兼教室，并派该校教授

本田增次郎任监督，更请教员数人进行教学。东文授课在住宿处

进行，而数学、理科、体操等普通课则借用高等师范学校的教室进

行授课。

名学生中，共有四人（姓名如上所示）不久或因“纨绔成这

或因频频受到日本小孩“豚尾性、紊乱规则”被“登时撤令内渡”，

奴豚尾奴”的嘲弄，加之不适应日本食物而弃学回国。

实藤惠

舒新城在《近代中国留学史》中，以《宏文学院沿革概略》为依

据，认为“政府派遣学生去日本留学始于光绪二十二年”。

黄福庆在《清末留日学生》一书中则称：

秀在《中国人日本留学史》一书中也认为上述

中国人留学日本的发端。

“此 名留日学生并非清政府计划下所派遣者，当时清廷尚无固

定的留学政策，裕庚此举，只是基于驻日使馆业务上需要之半官方

的‘使馆学生’。惟他们已正式进入日本学校就读，故应视为中国

最早之留日学生。”

对此持否定论者也不鲜见。如桑兵在《留日学生的发端与甲

午战后中日关系》一文中指出，这些青年的所谓“留学”，不过是在

延续原使馆东文学堂的基础上的略加变通，即将使馆独办的东文

学堂改由日本文部省委托的高等师范学校兼管部分教务，课程由

专务日文扩大到一些基础科目，学堂由使馆迁到高等师范学校附

近，但这并未改变东文学堂的性质。因为，使馆培养翻译人员这一

培养目的没变，学堂及学生隶属于使馆这一隶属关系没变。并且



但据笔者考证，杨荫杭

年

年为“ 月，南洋官费生杨荫杭、雷奋、杨廷栋等一行数人抵

达东京，是为中国最早的官费留日学生”。

冬，他们并不是等人的赴日时间是在光绪二十四年（

中国最早派遣的留日学生。

细野浩二和王宝平则在严密考证的基础上，认为使馆招至的

学生张文成、唐家桢、冯国勋等人已经进入中村正直和三岛毅的学

塾中学习，若以进入日本学堂学习为界定留日学生的标准，那么他

们已可称作是中国最早的留日学生。

汪叔子将官费赴日留学的最初时期划分为三个阶段。将

七月赴日

年东文学堂开馆作为近代中国官费留学日本之始，迄至甲午

战争爆发，称“原始阶段”；自裕庚于光绪二十一年（

的“百日维新”为“转变阶段”；自“百日维至光绪二十四年（

新”至同年清政府确定留学日本的政策为“确立阶段”。

笔者认为，这十三名学生恰恰处在一种承前启后的特殊地位。

从他们被派往日本的经过、学习目的及隶属关系上看，与前使馆内

的东文学堂学生无异；从他们进入日本学校就读这一点上看，虽然

在此之前也已有人进入日人经营的学塾学习，但这仅是个别现象，

十三名学生全体同时被安排进入日本学校就读，则为后来者之先。

因此他们可以称作是使馆招至的特殊留日学生，而并非是国内最

早派遣的普通留日学生。

年代起，他即着手搜集清末以降有关中日文化交流的人物。自

日本著名学者实藤惠秀堪称研究中国人留学日本史最有影响

年的留日学生情况。呢？先看

二、杭州蚕学馆率先官费派生留日

那么，中国最早正式从国内派遣留日学生又是始于何时何地



年赴日的人就是

年以《中国人战后，他重新改写“史稿”，经多次增订改易，于

留日学生史之研究》作为学位论文，获文学博士学位。同年，出版

年再次增订出版。该书对中国人《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一书，

留学日本的原因、留学经过以及留学生在日本的文化、政治活动等

年赴日的留学生。附录中，都进行了详细的阐述，但未涉及

年的留日学生数为所载 人，而这

人除去抵日二三个星期后，因“觉得日本食物难以下咽，恐怕会

即实藤氏在该书中

人。如：

人

伤害健康”而归国的四人后留在日本的学生。

没有提出

年的留日学生数，或

年赴日的留学生。继此书之后，几乎所有涉及早期

留日学生数的文章和著作，或是不提及

年的在日学生数为是延用实藤惠秀的观点，认为

年的留日学生数；南开大学李黄福庆《清末留日学生》未涉及

喜所曾对

年； 年的在日学生数

年的留日学生人数列表统计，但缺

王晓秋则延用实藤惠秀的观点，认为

为

年代开始，也有研究者指出浙江省于

人。

自 年曾派

但未留学日本，并认为浙江省官派留学生去日本较其他省为早。

见该 名学生被派遣的经过、赴日时间、留学情况等的详细研究

笔者认为，中国最早从国内正式派往日本的官费留学生是浙

江的嵇侃和汪有龄。 农学报》，年由罗振玉等在上海创办的

几次提及了杭州蚕学馆派生留日的内容。

杭州蚕学馆已于上月十三日开学，学生三十人，备取学生

三十人，额外二十人，留学日本者二人。

础，于 年写成《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稿》，由东京日华学会出版。

的努力，获得数千种与留日学生有关的图书和资料，并以此为基

的史料，并立志要撰写一部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的著作。经 多年

报
告。



）七月（准设年月），馆

址在杭州西湖金沙港，是中国最早的培养蚕桑专业技术人才的专

门学校。蚕学馆能在杭州首创，主要有如下两方面的原因。

三、杭州蚕学馆概况

杭州蚕学馆创设于光绪二十三年（

年于东京创办的刊物。其

（杭州蚕学馆）出洋学生：湖州德清附生嵇侃、杭州钱塘附

改派生汪有龄，丁酉孟冬赴日，戊戌夏，汪有龄奉浙抚廖中丞

东京学习法律。现在日本东京琦玉县儿玉町竞进社内习蚕，

每月由学馆供给伙食束脩外，各给月费洋十元。

侃、汪有龄《农学报》的上述记载大略表明了杭州蚕学馆派嵇

赴东留学的时间、学习科目以及经费提供情况。

再看日本方面的资料。《日本留学中华民国人名调》系兴亚院

政务部通过委托日本专门学校以上的各学校进行调查后，于昭和

十五年（

人，除嵇侃一人外，

编成。尽管如其序言所述的那样，难免存在一些疏

漏和错误，但不失为了解留日学生情况的一种珍贵的原始材料。

在“东京高等蚕丝学校”一栏内，共有毕业生

人的毕业年月、专攻科目、原籍都有较详细的记载，唯嵇侃其余

一人的毕业年月、专攻科目栏空缺。这一空缺不全，恰恰透露出嵇

侃可能就是该校最早的中国留学生。

《浙江潮》系浙江留日学生在

第 期“敬上乡先生请令子弟出洋游学并筹集公款派遣学生书”一

文载：“⋯⋯至若吾浙江者，岁丁酉已有官派学生嵇君伟（“伟”疑

“侃”之误）、汪有龄二人到东学蚕业，于辛丑年夏卒业回国。汪君

以病早回国，嵇君是为中国官派学生至日本之滥觞。”足见嵇、汪两

氏的留日在当时的留日学生界并非鲜为人知，浙江留日学生还以

本省能最先派生留日为自豪。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如何挽回

众所周知，自古以来世界蚕业首推亚洲，亚洲则以中国为最，

年，浙江吴兴钱山漾出土的新石器时而中国又以江浙为盛。

年前就已有蚕丝生产。代的丝绢残片，证明浙江在公元前

而至近代，日本蚕丝业发展迅猛，其原因在于日本能不断从国外引

进先进的养蚕法，同时国内又有一批致力于蚕业研究的人才。

世纪末，蚕瘟（微粒子病）蔓延，日人学习法国技术，采用 倍显

微镜逐一检验蚕种母体，淘汰带病蚕种，有效地控制了蚕瘟。而在

中国，由于蚕病的蔓延，蚕业生产衰退，蚕丝质次价昂，出口日减，

蚕利被日本所夺。而当时的蚕丝出口，正如杭州府太守林启所言：

“就时局而言，为中国之权利；就王政而言，为百姓之生计；就新法

而言，为本源之本源；就浙省而言，为切要中之切要。”

这对于当时以

中国蚕业之衰势？设馆传授推广日本新技术被认为是一条有效途

径。当时浙江宁波海关税务司康发达曾著一书，书中言及中国若

不对蚕瘟加以重视，倘遇年岁不好，蚕子将有灭绝之一日。他认为

倘若设学堂以资改进，只需三年就可以见成效，每年经费以银三万

余两计算，三年只需十万两，即可挽回蚕丝之利。

蚕丝为出口之最的浙江来说，可谓是一本万利。而倘若学堂真能

在浙江首创成功，其他各省必来仿效，这对于当时迫切希望领风气

之先的浙江省来说，更可谓机不可失。

春调任杭州知府以来，另一方面，林启自光绪二十二年（

夏禀请当时浙

积极推行新政，主张创办各类新式学堂，并认为振兴浙江实业，应

以蚕业为要。他目睹民间养蚕连年欠收之现状，决定采纳康发达

所著书中有关蚕务的建议，于光绪二十三年（

江巡抚廖寿丰筹款创设养蚕学堂，先请试办三年，经费拟照康发达

所拟十万之数，后减之又减，以三万元为额，划分三年。同年七月

浙抚总署批准开办，林启亲任蚕学馆总办。

九月初一日，蚕学馆开始在杭州西湖金光绪二十三年（



四、杭州蚕学馆派生留日的经过

蚕学馆派学生留日的时间在光绪二十三年（

二月二十九沙港关帝祠旧址动工兴建馆舍，光绪二十四年（

日（

日竣工，共用去建屋费约银九千三百两。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十三

蚕学馆开学。所设课程包括物理学、化学、植物学、

名，自贴伙食

动物学、气象学、土壤学、桑树栽培学、蚕体生理学、蚕体解剖学、养

蚕学、显微镜操作、制种、蚕茧检验、生丝检验等，学制二年。初聘

曾被派往法国学习的江生金任总教习，江辞职后，经日本驻杭领事

馆的介绍，改聘日本宫城县农学校教谕轰木长担任。“馆正”初聘

邵章，邵辞，后改聘沈铭。“学生数额三十名，不论举贡生童，有能

家世业蚕，文理通顺，年在二十左右，明敏笃静者，准其报名投考。

惟短视人于显微镜不相宜”。首期额内学生实到

名。第一届实际毕业者共不交学费的保送额外生 名，他们大

多被派往杭嘉湖宁绍五府所创的养蚕会充任教习。

蚕学馆于 年改名为浙江中等蚕桑学堂。以后，虽经数次

易址和改名，但其作为蚕桑学校的性质始终未变，并且自创办至今

学校几乎从未中断过。现浙江丝绸工学院、浙江大学蚕学系等前

身均为杭州蚕学馆。

三月正式开学期间。林启在向浙抚申请

七月获准设

立至光绪二十四年（

设立蚕学馆时，曾草订学堂章程。节录如下：

学堂以省垣为主，学生学成后，即分带仪器，派往各县并

嘉湖各府，劝立养蚕公会，以为推广。教习或两人，或先请一

人。学生年在二十内外，要聪明静细，并已通文义者，招考时

先录取三十名或五十名存记。学生课程，须由教习手定大概。

广购六百倍显微镜，酌量经费，愈多愈好。先行翻译日本蚕书



与蒋在上海发起农学会，刊行

图说，成书后要广为传播。（蚕室温度）亦宜以寒暑表为准，日

本此表价值不过百文，当由局采买，听民间零星来购。学堂初

创，修造房屋，购买外国仪器，用款颇为浩繁，今请款三万六千

两，开局须先支六千两，以后三年，每年各一万两。

此章程对延请教习、招生要求与名额、学生课程、购置仪器、翻

译日本蚕书以及经费开支等都有所规定，但未提及派生留日一项。

在蚕学馆筹备期间，建议林启派人留学日本的是罗振玉和孙

淦。

罗振玉（ ，字叔蕴，浙江上虞人，后迁居江苏淮安。

在创设农学会之前，其主要精力大半耗于经史考据之中。

年，汪康年、梁启超在上海创办《时务报》，罗振玉得知后，“莫名钦

馆为尤急”。

佩”，认为中国“欲开锢闭，则兴学校为要图；而开学校之先声，则报

进而与友蒋伯斧商议“中国事”，觉得惟振兴农学，最

易试行，遂于光绪二十二年（

《农学报》。《农学报》除刊登有关农事的报道和消息外，主要还登

载译自各国的农学著作和文章，其中尤以藤田丰八译自日本书报

者为多。次年又创东文学社，培养了樊炳清、王国维等诸多人才。

孙淦，字实甫，浙江人，一作上海人（后述），大阪华商。与汪康

对

年、罗振玉等交往甚多。他不仅建议浙江省派人赴日习蚕，还从日

本寄显微镜等急需器具给农学会，让其转赠给浙江蚕学馆。

浙江最初选派学生赴日时，他还被浙抚廖

此，林启曾有“孙实甫先生英英向义，于人情物理又甚有理会，我辈

读书人愧之”之感慨。

寿丰举为留日学生监督。清国留学生会馆成立后，他又是该馆积

极的“赞成员”。

林启在罗振玉、孙淦的建议下，开始选派留日学生。其选派经

过，虽然缺乏详细的记载，但当时林启给汪康年的一封手札却能给

我们提供诸多线索。现照录之。



的记载，我们不难得出： 孙

再启者：派生往东洋学蚕，前系实翁（指孙淦，笔者）云三

人，一切只费千元，弟仍托其到时再查。兹尊函云每名须五

百，弟本拟只派两人，半则经费为难，半则外间之论蚕学，均云

法胜于日。今蚕会第十四册东洋论蚕，亦自言不如意、法、支

那。此虽精益求精之意，要其不如法国，则西人公言之。故只

添派一人与嵇生同学。弟同乡亲友及浙垣门生求去者多，均

不敢假借，暗中觅得德清沈秀才锡爵，养蚕甚熟，人似明静，但

相知未久。正在斟酌间，得尊函举有一人，汤蛰翁亦拟代为觅

一人。蛰翁贤名，弟早闻诸何太守与足下，皆深顾大局者，实

为信佩。但鄙意只添派一人，烦足下与蛰翁商酌，谁为可派之

人，即以派往东洋。冶游之地，须择聪明而笃静者方好，已否

学蚕，尚为不拘。二君均为蚕学觅人，非为人觅入蚕学也。添

派一人择定后，尽可前发，不必函商迟滞。汤蛰翁为问安，此

信乞呈鉴为祷。再问箸安。弟林启又顿。初一日。又：派定

后，须急行，急学东国语文，明春学蚕方来得及。孙实翁云，行

费由上海徐菊如先兑，该生凭札（所派一人，何县、何名，乞函

示），俟弟补寄。弟林启又顿首。初一日（汪注：十一月初九

到）。

林启此信，是在汪康年和汤寿潜（原名震，字蛰仙）两人都提出

愿为他推荐一名赴日留学生，但学额只有一名的情况下，决定让汪

直接与汤商量，选择其中一人作为赴日生后，给汪康年的答复和说

明。结合《农学报》所载《杭州蚕学馆表》中“湖州德清附生嵇侃、杭

州钱塘附生汪有龄，丁酉孟冬赴日”

嵇侃和汪有龄并非同时赴日，嵇侃在林

淦等人最初建议派遣的留学生是三人，林启出于经费等各方面的

考虑，才决定只派二人；

启十一月初一日致汪康年上述书简时已赴日，即他的赴日时间在

孟冬十月，而汪有龄则是在十一月初九日汪康年接林启书简后，得



五、杭州蚕学馆嵇、汪二生的留日经过

到汪康年或汤寿潜的举荐才得以赴日的。

汪有龄究竟何时赴日，属谁举荐？这在他抵日后写给汪康年

的书信中有较详细的记述。十一月十六日傍晚，汪有龄与汪康年

道别后，即登上轮船，因该轮装货未毕，直到十七日下午一点钟才

出发。晚上，货轮搁浅，不能开行，至十八日破晓方行驶正常。二

十一日清晨进日本马关海口，二十二日下午一点过后，轮船行抵神

户。时正遇孙淦赴东京办事，故暂宿在神户孙的友人王鹤庭家中。

在信中，他还对汪康年的鼎力推荐，无比感激，表示“但求稍有心

得，庶君可以对林公，鄙人可以对君”。

汪康年对汪有龄鼎力推荐的原因可能在于他们之间的族亲关

系。汪有龄在有些信件中直称汪康年为“穰卿吾侄”，汪大燮为汪

康年的堂兄，而汪大燮称汪有龄为子健叔，可见汪有龄与汪康年是

叔侄关系。

嵇侃抵日后，先在孙淦处小住，不久迁往山本宪的私塾中，就

山本学习东语，后因政府护照尚未接到，常被巡捕查问，故又将行

李搬回孙淦处。在得知汪有龄已抵神户后，嵇侃于十一月二十九

日从大阪前往相见。这是他们两人的首次见面。此次相见，两人

“谈论甚洽”，于是同进大阪，一起住孙淦处。

初到日本，因不谙东语未能与日人接洽，且每见日本报纸，虽

“眼痒难熬”，但又看不懂，深以为憾，只是两人“朝夕讨论，尚颇有

乐趣”。不久，汪有龄也师从山本学习语言，一直至光绪二十四年

三月十五日左右入东京崎玉县儿玉町儿玉村竞进社学习蚕

学。两人从山本学习日语约三、四个月。

嵇、汪两人赴日后师从山本，这与山本此前和汪康年、罗振玉



被捕入狱，出狱后在继续经营私塾的同时，为多家报社撰过稿。

的接触直接有关。

，号梅崖，自幼好读史书，为生计当过技山本宪（

年受邀成为《稚儿新年进“大阪新闻社”担任记者，工。

闻》主干人物，翌年《稚儿新闻》停刊后，任《中国日日新闻》主笔，不

年在大阪开设汉学塾，后曾因故久因该报停办而失去工作。

这虽是

罗振玉曾在《杭州蚕学馆成绩记》一文

眼疾而辞。

年，受聘成为关西法律大学（现关西大学前身）讲师，次年因

年秋冬季，游览了中国的天津、北京、上海、苏州、

汉口、南京等地，并著游记《燕山楚水记游》。在上海期间，经古城

贞吉、藤田丰八的介绍，结识了汪康年、罗振玉、梁启超等人。以

后，与汪康年、罗振玉交往甚多，汪康年常将《时务报》寄与他，而山

本也不时摘译一些如《朝日新闻》等日本报纸上的文章寄给汪康

年，刊于《时务报》，同时也为罗振玉翻译书报寄送到上海。

至三月中旬已是“操语甚熟”。

嵇、汪二人从山本学习日语虽仅三、四个月，但据山本所言，二

人均“语学大进，可刮目”，

他称赞两人并略带夸张的套话，但也从一侧面反映出嵇、汪两人的

学习情况。

元以资奖励。

嵇、汪二人在进蚕业学校竞进社蚕业讲习所后，正是春蚕饲养

季节。特殊的学习内容，决定了他们的学习方式是边学边干，在实

践中得到学习。这一期间，他们刻苦好学的精神深受好评，尤其是

嵇侃，“在竞进社甚攻苦，天雨采桑，跣足行十余里”，林太守得知

后，甚为欣慰，还寄去银 而汪有龄因身体原因不

能过耐劳苦，他本人也因此深感遗憾，表示只要力所能及，必全力

以赴。

）八月，继而改入东

后来入东京高等蚕丝学校学习，

嵇侃在竞进社内学至光绪二十四年（

京西原蚕业讲习所再习一年。

年夏回国。毕业后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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